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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普选进程中的国家统合：

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刘　晗

　　内容提要：在当代宪法政治实践中，区域普选一般来说容易与身份认同问题交织在一

起，并对国家统合有不小的影响。从历史和理论来讲，民主化过程本身也容易激化身份认

同问题和文化政治议题。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来切入区域民主选举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

系，具体剖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个典型国家中区域民主化的案例：西班牙、南斯拉夫、苏

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发现，首次民主大选是全国性的国家（西班牙），其选举有利于

巩固国家的统一认同；而首次民主选举在地区层面展开的国家（如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

斯洛伐克），最终激化了族群矛盾，导致了国家分裂。在设计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选举范

围、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都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构想普选方案时，须通过制度设计避

免认同政治的激化，防止认同问题成为普选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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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香港立法会于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８日否决政改方案，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普选进

程已经告一段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改革的过程中，香港人的本土意识不断发展，本

地身份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逐渐强化，并且日益政治化。２０１４年发生的“占领中环”事件所展

现的香港本土主义话语和行动即是鲜明的体现。〔１〕 虽然“港独”并无实际的政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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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二零一五年施政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４年２月，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官方刊物《学苑》的封面
专题是《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２０１３年，《学苑》编印一本名为《香港民族论》的书，主张香港‘寻找一条自立自
决的出路’。对《学苑》和其他学生，包括占中的学生领袖的错误主张，我们不能不警惕。我们并要求与学运领

袖有密切关系的政界人士劝阻。”



但其所凸显出来的认同政治的日益激化却对国家统一提出了挑战。换句话说，认同问题

的政治化使得普选问题不仅是“两制”问题，而且已经触及到了“一国”问题。

就狭义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大部分香港居民都是“汉族”；而从广义的族群文化

上来讲，大部分香港居民属于我们一般印象和言说中的“华人”或者“中国人”。然而日益

明显的是，香港居民在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化归属上形成了独特的香港身份认同。所谓身

份认同，是某个个人或者群体确定自身文化身份和特征的观念和价值，“是一个人或者一

个群体的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

于你，或者我们不同于他们。”〔２〕身份认同问题因而是属于意识层面的，与特定人群的体

质特征和种族因素并不自然等同。从世界范围来看，种族的同源性并不能保证身份认同

的一致性。比如，英国人和美国主体居民在种族意义上是同源的（即都是所谓盎格鲁—

撒克逊人），但在政治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已经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性

格差异。要而言之，身份认同乃是建立在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Ｂｅｎｅ
ｄｉｃ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ｉｍａｇｉｎ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的基础上的。〔３〕 文化 －社
会 －政治想象，而非种族和体质人类学因素，是身份认同的关键。

香港人的独特政治认同是在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尤其受到近三十年以来中英谈判、回归安排等政治变化的影响。〔４〕 近几年来，随着“自由

行”的推行，大陆居民大量涌入香港，进一步激发了香港人本土身份认同及其对大陆的抗

拒，并且日益使得身份认同问题政治化。２０１４年发生的“占中”事件显示了所谓“香港人
民”第一次试图作为政治力量出场。诚然，很多香港居民并不否认自己仍然是中国人，但

实际上“香港人”的身份已经成为其文化认同的首选。在青年当中，已经出现了认为自己

仅仅是香港人的倾向，甚至发出了“民族自决”的呼声。某些种族和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

并没有在文化和政治上将自己看做中国人。

香港的政制改革是一种较为独特的民主化过程，是在主权国家内部的一个行政区进

行民主化———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推行西方式选举制度———的独特现象。更

为复杂的是，香港的普选进程发生在认同政治激化的背景之下。很大程度上，普选方案如

何制定，如何通过，始终与认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民主普选发展和认同政治激

化的双重现象，促使我们思考区域民主选举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该问题不但对香港

政制发展的走向具有重大影响，也对“一国两制”、民主政治以及选举制度等中国的基础

性宪法概念提出了理论难题。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来切入问题，通过可资参考的具体国别

案例分析，辅以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探究，以期为思考香港普选问题提供参考。

二　民主化与认同政治的历史及理论

从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发展历史与当代实践来看，民主化容易激化认同政治、激发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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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亨廷顿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页。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轈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关于香港人身份认同和本土意识历史发展的梳理，参见郑宏泰、尹宝珊：《香港本土意识初探：身分认同的社经与

政治视角》，《港澳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６７－６９页。



民族主义和本土意识。在前民主时代的政治实践之中，无论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如绝

对君主制时期的法国），还是精英化的共和政治（如平民政治出现之前的美国），乃至社会

主义国家（如前苏联），都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容纳多元的族群差异，进行多区域的政

治整合。

在欧洲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中，国王凭借君权神授（Ｄｉｖｉｎ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理论，成

为了凝聚不同族群、民族和区域的象征。古今中外的例子有很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

国国王同时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元首；大清帝国的皇帝既是满族人的族长，也是蒙古的可

汗，同时还是汉族人的皇帝，也是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元首。〔５〕位于

首都的帝国统治者大体上通过与边疆地区的本土精英结盟的方式来维系整个帝国的政治

融合。比如，英国殖民者在亚洲基本采取“间接统治”（“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ｒｕｌｅ”），即通过政治文化

的优越性和相应的恩荣措施笼络当地精英，并由当地精英承担相当程度的统治工作。这

在印度最为明显，在香港也是如此。〔６〕 实际上，贵族阶层较易形成统一的、跨民族身份的

群体，然而平民则较为地方化，易于强调其自身的文化、习俗特性。比如，在 １５８０年到

１６４０年之间，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是一个国家。在 １６４０年发生的葡萄牙独立运动中，葡

萄牙的平民阶层有很强的葡萄牙民族意识，因而激烈反对西班牙国王的统治；相反，葡萄

牙的贵族和精英阶层则更倾向于与西班牙王室和贵族交往与融合。〔７〕

民主易于对国家统一产生挑战的现象，可以从民主的政治哲学原理加以理解。不言

而喻，现代民主的核心原则是人民主权（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即一切政治权力根本上属于

人民。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人民的同意是政府正当性的源泉。〔８〕 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

理念，人民主权原则首先建立在否定君主主权的基础之上。〔９〕 历史地讲，人民主权的出

场时刻就是革命。法国人民是在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时候才获得统治地位的；美洲殖民

地的英国臣民在独立革命中逐渐成为“我们美国人民”。然而，共和革命过程中如果没有

统合性的领导，很容易导致革命的过程变成不同区域和族群各自分行的独立运动。美国

革命之后成立了十三个相对独立的邦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南美反抗西班牙的解放革命最

终造成了列国林立的局面是另外一个例子。在此类案例中，共和革命意味着国家分裂。

人民主权国家的基本宪制结构也容易促发离心的倾向。在国家统合的问题上，民主

制与君主制有着鲜明的对比。在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当中，国王的身体是整个国家的象征，

是链接广土众民的政治中心点。而当君主的身体在现代革命中被弑杀之后，〔１０〕国家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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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ｅｌｙｎＲａｗｓｋｉ，ＴｈｅＬａｓｔ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Ｑｉｎｇ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７－８．
ＫａｒｕｎａＭａｎｔｅｎａ，Ｌａｗ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ＨｅｎｒｙＭａ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Ｒｕｌ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ＪｏｈｎＨ．Ｅｌｌｉｏｔ，“Ｔｈ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Ｍｏｎａｒｃ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１５８０－１６４０”，ｉｎＭａｒｋＧｒｅｅｎｇｒａｓｓ（ｅｄ．），Ｃｏｎ
ｑｕｅｓｔａｎｄ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１９９１）．
ＥｄｍｏｎｄＭｏｒｇａ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
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９）．
ＰａｕｌＫａｈ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ａｗ（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６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ａｌｚｅｒ，Ｒｅｇｉｃｉｄｅ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ａｔ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ｏｆＬｏｕｉｓＸＶ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一却变成了问题。旧的连接点被摧毁了，而新的连接点却无法一蹴而就。在人民主权理

论当中，契约或者人民构成了新的连接点。如美国开国之时，各州即通过签订契约，让渡

权力，组成统一邦联或者联邦；宪法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契

约论具有潜在的严重问题：既然可以签约，就可以毁约；如果有一方认为对方背约，那么就

可以解约。实际上，１８６０年代美国内战时期，一些南方分离主义者即是将宪法理解为一

种契约，因而可以在北方违约的基础上退出契约。〔１１〕

统一的人民形象是另一种可能的国家统合象征。在具体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中，人民

主权意味着人民产生宪法，由宪法构建政府，然后由政府代表人民从事具体的治理工作。

无论是遵守宪法的政府，还是创建政府的宪法，都只是人民主权的产物。因而，政府与宪

法都无法决定人民本身的自然形态和地理边界。为了界定人民的形态和边界，政治哲学

和法律理论需要退回到宪法和政府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ｓｔａｔ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ｅ）中去寻找一个

群体的自然特性。民族主义正满足了在政府产生之前中界定“人民”的需要，即通过更为

具体的“民族”来界定颇为抽象的“人民”。〔１２〕 人民主权因而与民族主义之间有了密切的

关联。

但是，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向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离心的力量。人们通常所说的

“民族”意味着族群文化的同质性。然而，在现代国家中，少有只有单一民族的例子，而更

多的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心族群希望通过大范围的民族主义来统合国家，而边缘族群则

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其独特性，甚至构建自身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一方面可以

巩固国家统合，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助长地区分离的趋势。一战之后几个传统陆地帝国的

解体（如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典型的例证。〔１３〕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统合各民族和族群的方式是用作为先锋队的共产

主义政党替代以前神圣国王的肉身或者民族的想象。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可以

超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整合不同的民族和族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

政党的认同而言，阶级属性远远重于民族属性。比如，前苏联境内如此纷繁复杂的民族分

化通过阶级话语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得以整合进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苏联共产党通过

组织建设融合各民族的“先进分子”，构成了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所谓的“新君主”

（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ｉｎｃｅ），即列宁主义先锋政党。〔１４〕

然而，一旦作为统合性力量的“新君主”在特定地区丧失了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领导

权，民族主义就会凸显出来。认同问题很快转化为“我们”与“他们”的分化与指称；原先

团结在共同政治信仰之下的“我们”开始分化，甚至分裂。民主化一方面导致内部贫富问

题变为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导致了敌我区分和认同政治问题。两方面的线索在冷战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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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东欧的民主转型中交织在了一起。

三　案例研究：西班牙、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与
捷克斯洛伐克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的帝国解体现象可以概括为“走向共和即走向分裂”，那么世纪末

的社会主义多元国家体系解体可以概括为“走向民主即走向分裂”。这种现象源于民主

选举与认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一方面，认同政治会加大民主化和推进普选的难度。

另一方面，选举制度和选举结果会改变认同政治的格局。区域民主选举一般会导致认同

政治的激化，甚至在世界很多转型地区，民主化导致了族群之间的暴力的发生。〔１５〕南斯拉

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民主化过程中没有解决好认同政治问题的典型例子。相反，如果民

主转型时期推行全国性大选，则局面会好一些。下文首先介绍西班牙民主转型中对民主

选举与区域问题的处理，之后重点比较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区域普选中所

出现的对于国家统一的威胁和危害。

（一）西班牙：奠基性全国大选塑造统一意识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全国性的大选往往能够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减弱认同政治的

强度。西班牙即是明显的例子。其在 １９７０年代民主化的时候首先通过全国民主选举奠

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正当性，然后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进行协商，在宪法层面赋

予其自治权，从而缓和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矛盾。

西班牙在民主化之前面临着严重的区域认同问题。之前，佛朗哥专制政权所压制的

民族主义情绪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得以爆发。自有现代西班牙以来，加泰罗尼亚和巴

斯克两个地区因为民族文化独特性一直不服中央统治，甚至经常开展争取独立的民族主

义运动，乃至暴力行动。在佛朗哥独裁高压之下，民族问题并非严重的政治问题。相反等

到佛朗哥政权被推翻后，情况变得日益恶化了。比如，在佛朗哥当政期间的 １９６８年到

１９７５年，巴斯克地区的起义从未造成任何一位军官死亡；而在佛朗哥政权被推翻后的

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３年之间，因为巴斯克民族主义暴力运动而丧生的军官即有 ３７人。〔１６〕但即

便在这样严重的区域对立情况下，西班牙仍然完成了民主转型。其中，全国性的大选起到

了重要的凝聚功能。一般来说，转型之后的第一次大选是所谓“奠基性大选”（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西班牙的奠基性大选是全国性的，而非区域性的。西班牙在推翻佛朗哥政权

之后的第一次投票是一次全民公投，以 ９４．２％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政治改革法案》，正式

进入民主化转型阶段。〔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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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民主化伴随着区域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１９７７年 ６月 １５日的第二次关键

投票是一次选举新政府和新宪法制定委员的大选。在这次大选中，四个全国性的政党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竞选，获得了 ３５０个席位中的 ３１９个。四个政党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

地区也进行了竞选，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获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在巴斯克地区获得了超过

一半的选票。〔１８〕之后，选举出来的代表开始了漫长的磋商，商讨西班牙的新宪法制定事项

和民族问题。最终一部新宪法获得了四个主要政党和加泰罗尼亚地区主要的民族主义政

党的支持，获得了通过。在随之而来的第三次全国公投中，新宪法以 ８７．８％的高票获得

通过。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支持宪法的人数占到了投票人总数的 ９０％以上；加泰罗尼亚

地区投票人中支持该宪法的占到了 ６８．８％，但最后的统计结果的现实是，全区只有不到

一半的人参与了投票。〔１９〕

１９７７年，西班牙进行了后独裁时代的首次全国议会大选。随后，新上任的全国议会

开始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进行谈判，提出改变西班牙历史上的集权国家体系，开始

向少数民族区域下放权力（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双方将最终达成的协议《自治法案》提交给了巴

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地区议会，并分别以 ９０．３％和 ８７．９％的高票得以通过，甚至许多本

来反对新宪法的民族主义政党也转而支持《自治法案》。〔２０〕

以研究民主转型著称的耶鲁大学政治学家胡安·林茨（ＪｕａｎＬｉｎｚ）教授认为，如果西

班牙第一次大选是区域性而非全国性的，那么西班牙的统一性以及区域民族团结会更加

恶化，因为全国性的政党（即“西班牙”政党）很难在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支持。〔２１〕 此外，民

族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和极端，会危害到西班牙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如果中央与民族地

区之间的纷争加剧，那么西班牙军队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增大，这反过来会危害到民主政

治，而重现军人独裁的影子。与此同时，全国性的大选造就了一种复杂的多层认同，即除

了巴斯克人或加泰罗尼亚人之外，民族区域地区的人民还多了一层“西班牙人”的认同

感。比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泰罗尼亚人一方面满足于自己控制自己的政治文化事

务，比如教育和媒体等；另一方面，他们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更加认同自己是西班牙

国家的一部分，为做“西班牙人”而自豪。〔２２〕在巴斯克地区，虽然暴力民族主义运动仍然存

在，但巴斯克地区对西班牙国家的认同却随着全国性的大选的推行和自治政策的推进得

以改善，至少民族恐怖主义运动得到了遏制。〔２３〕 这些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奠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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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选所造就的。

（二）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区域选举加速分裂的教训

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问题本来就非常复杂。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

复杂的民族问题又因为改革措施的不良而变得更加复杂。首先，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苏联

和南斯拉夫的转型改革更注重自由化（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非民主化（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苏联

和南斯拉夫的改革都重在开放市场经济和政治竞争，而不是推进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建设。

这就导致了苏联和南斯拉夫内部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民主热情，而非中央政权在整个联盟

区域内的民主化动力。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普选制度和选举结果。苏联和南斯拉夫在政权发生变动之后，第

一次普选都是区域性的，而非全国性的。南斯拉夫尤其如此：其普选都是在各加盟共和国

层面进行，而非在全南斯拉夫层面进行；在这些选举中，民族问题都变成了焦点所在。

１９９０年４月到１２月之间，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依照宪法规定各自进行民主选举，各政

党也在各加盟国开展竞选。１９９０年４月到５月之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大选率先开

始举行。大选前夕，斯洛文尼亚人和大部分克罗地亚人因为地处南斯拉夫北部，都自认为

是中欧人而非巴尔干人，因而独立建国进而融入欧洲、脱离南斯拉夫联盟而加入欧盟，都

是选举中的热门议题。〔２４〕 只有共产主义政党在各个加盟国选区内都获得了选票，即便他

们在种族意义上都是少数；其他的政党都是地区性的。在这些选举中，民族主义取代了共

产主义成为了各加盟国人民和政治家定义自身的主要认同标志；政治势力开始依照民族

属性进行划分。

在率先进行的斯洛文尼亚 １９９０年大选中，有 １５个政党和 ３个公民团体参与角逐。

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者团体将自己称为“南斯拉夫”政党。这些政党或团体在实际

上也没有全南斯拉夫联盟层面的影响力和选民基础，而都是斯洛文尼亚内部的政党。尊

重人权、发展代议民主制，以及建立法治是竞选中的主要议题；而斯洛文尼亚在南斯拉夫

内部的地位、是否进一步扩大自治、在何种条件下独立则是核心议题。克罗地亚的大选的

状况与斯洛文尼亚基本类似。

在大选之前，斯洛文尼亚议会在争取自由选举运动的压力下在１９８９年９月修改了宪

法，随后又通过五部法律分别就议会选举、总统选举、选区划分、选举记录以及政治社团做

出了规定。〔２５〕 根据新的选举制度，候选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被提名：第一，各地方议会通

过秘密投票决定候选人；第二，被承认的各个政党可以提名各自的候选人；第三，超过一定

数目的公民签名可以通过选民会议推举候选人。〔２６〕最终，通过三种方式决定出了 ４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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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候选人、１２名集体总统（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候选人以及一千三百名议员候选人。每个年满 １８

岁的公民以及至少３天之前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居民可以投票。总统选举通过两轮多数决

（即第一轮如果无人过半数，则从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中再进行一次投票，获得半数以

上选票的候选人胜出）产生；议会选举则采取了比例代表制（即各政党按照选票比例来分

配席位）。据报道，很多斯洛文尼亚人盛装前往投票站，带着自己的家人去投票，将其看

做颇为庄严的事情。最终的选举结果是：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候选人米兰·库坎

（ＭｉｌａｎＫｕｃａｎ）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但反对党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进而在基督教

民主党领袖佩特勒（ＬｏｊｚｅＰｅｔｅｒｌｅ）的领导下于 １９９０年 ５月中旬组织了新的政府，正式完

成了民主转型。〔２７〕 类似地，克罗地亚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了议会多数，组织了新的政府，

正式完成了民主转型。〔２８〕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首次区域民主选举造成了两方面的政治后果：一方面，斯洛

文尼亚民众和克罗地亚民众的民族认同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

人认为自己生活在自由选举的民主体制下，与南斯拉夫联盟内部的其他加盟国仍然处在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统治的境况迥然有别，因而产生了极强的政治优越感。两方面的因素

导致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针对南斯拉夫的离心倾向愈来愈强。１９９０年 ５月，贝尔格

莱德方面开始动用人民军队，运送弹药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试图阻止两个地区的分

离主义倾向。同时，受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榜样的影响，波黑以及马其顿开始准备第二

年举行民主选举，塞尔维亚则进一步被孤立。即便塞尔维亚及其支持者黑山也开始准备

大选，但呈现的景象也不是全南斯拉夫联盟的大选，而是各个加盟国的大选。最终，因为

区域选举所带来的地区离心倾向加大，南斯拉夫陷入内战。内战之中与之后，各加盟国相

继退出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其后整个巴尔干地区因为南斯

拉夫的解体陷入了战火之中。

苏联的情况稍有不同，但基本逻辑类似。苏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之后所举

行的第一次民主大选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其提名程序却是在各加盟国层面进行的，因而从

实质过程来讲仍然是区域性的民主选举。１９８９年 ３月，苏联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此次选举之中，苏联共产党控制的地方选举委员会主宰了提名程序，提名出来的候选

人都是共产党的支持者。由２２５０名成员构成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了后来最高苏维

埃的选举团，因而损害了苏联最高代议机构的正当性和认受性。比如，在地区直选中以

８９％的高票当选的莫斯科地区人民代表叶利钦，最初就未能获得最高苏维埃的席位，直到

有人退出最高苏维埃才给叶利钦腾出位置。〔２９〕 换句话说，当时苏联大选中最为重要的和

最直接的选举过程出现在了地区层面，而非全国层面。

·３６·

区域普选进程中的国家统合：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２７〕

〔２８〕

〔２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ｅｄ．），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ｅｌｄ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Ｊｕｎｅ１９９０（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９０），ｐｐ．６５－
７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ｅｄ．），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ｅｌｄ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Ｊｕｎｅ１９９０（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９０），ｐ．５０．
ＪｕａｎＬｉｎｚ＆Ａｌｆｒｅｄ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Ｓｐａｉｎ，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１２１（２）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３１－１３２．



各加盟共和国随后修改了选举法，使得选举规则更加有利于加盟国层面的候选人获

得民主正当性，而非全苏联层面的候选人。各加盟国都废除了选举制度中对于共产党及

共产党组织的席位保证，这就使得苏共这个能够跨越各加盟国、各民族之间的统合性力量

在各加盟国和各地方的影响力逐步减弱。比如，在摩尔多瓦 １９９０年 ２月的选举中，各派

势力的竞争使得该加盟国内部争取独立主权的议题日益尖锐。〔３０〕 参加竞选的各政党和

团体为了能够获得选举的胜利，只能在争取独立主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方能进行下一步

的争夺。如果任何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不认同这一选项，那么它可能在首轮就被选民抛弃

了，自动丧失了角逐的资格。这就使得苏联的统一状况岌岌可危。无论当时莫斯科当局

与“人民阵线”（ＰｏｐｕｌａｒＦｒｏｎｔ）主宰的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进行磋商，还是与摩尔多瓦共

产党第一书记卢欣斯基（ＰｅｔｒｕＬｕｃｈｉｎｓｋｉ）沟通，分裂的大势都已经不可逆转。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是更为鲜明的例子。在 １９９０年３月的乌克兰区域选举中，反对派

联盟“民主阵线”（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Ｂｌｏｃ）在选举中成功地将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在民族、自治和

语言（乌克兰语在当年１月１日被定为该加盟共和国的官方语言）等问题上，迫使共产党

的候选人必须在这些议题上与之竞争。〔３１〕同样，在格鲁吉亚 １９９０年 １０月的选举当中，所

有的参选政党都将格鲁吉亚独立作为竞选纲领而大力鼓吹，甚至包括格鲁吉亚共产党也

这么做。格鲁吉亚共产党为了能够赢得选举，不惜大打民族主义牌，比如宣称格鲁吉亚公

民只对格鲁吉亚共和国负有兵役义务，而不再对苏联负有此等义务等。〔３２〕 长期被苏联共

产党政权通过各种政策缓和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因而显现出来，最终导致的必然是民

族自决。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区域民主选举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１）在区域选举的第二天，中

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为民族区域地方力量现在以获得民主支持为由藐视

中央政府；（２）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南斯拉夫都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全国性政治力量来对抗

地方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崩溃；（３）民族问题成为了各区域选

举的核心议题，从而激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地域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４）在一

些地区，如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民族间的战

争，进而导致各国中央政府派兵镇压民族运动，导致了一系列的惨况出现；（５）国家统一

问题和治理危机大大损害了经济政策的推行，危害了繁荣与稳定。〔３３〕

比较而言，在西班牙，第一次全国性的选举使得国家统一具有坚实的基础。在苏联和

南斯拉夫，区域性选举危害了国家统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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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与区域选举并行致乱

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９０年代初发生的“天鹅绒分离”（ｔｈｅＶｅｌｖｅｔ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是又一个民

主转型中没有处理好国家统一问题的例子。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之前的统一态势

远远好过苏联和南斯拉夫：“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既没有历史积怨，边界清晰，也没有居

住地域和人口混居方面的矛盾，在文化和种族方面也比前两者更有亲缘。在分离之前，在

民调中也只有１１％的捷克人和１７％的斯洛伐克人愿意选择分家。”〔３４〕在 １９６８年“布拉格

之春”之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以“族群联邦制”的方式并存下来，斯洛伐克人曾有的自治需

求得到了满足。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两个反对团体“公民论坛”（捷克）和“公众反暴

力”组织（斯洛伐克）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推翻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权。

新的领导人走上了政治舞台：捷克著名反对人士哈维尔（ＶａｃｌａｖＨａｖｅｌ）当选为联邦政府总

统；斯洛伐克人恰尔法（ＭａｒｉａｎＣａｌｆａ）当选为联邦政府总理；前共产党总书记、斯洛伐克人

杜布切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ｕｂｃｅｋ）则当选为联邦议会议长。由于捷克和斯洛伐克面对共同的

敌人，共同完成了此次革命，革命刚刚结束之时两边的关系非常融洽。双方商定保留原来

捷克斯洛伐克宪法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以两年为期修改宪法，调整中央地方关系。〔３５〕

然而，革命成功后的蜜月期随即被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冲突所打破。在应对经济

转型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时，在推动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捷克和斯洛伐克双方

不断产生龃龉。其中最为重大的冲突围绕武器外贸问题而展开。由于原先计划经济下分

工的差异，斯洛伐克的轻工业化程度与捷克相比较低，因而依靠对外出售武器维持经济收

入。但１９９０年１月，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一名捷克人———公开对传媒表态说，捷

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准备禁止对外武器贸易。武器禁运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无异于切断

了经济命脉。此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其他问题中，捷克所主导的自由化政策和休克疗

法，对高度依赖社会主义体制遗留的斯洛伐克的打击更为巨大，使得斯洛伐克人民对于捷

克怨声载道，认为捷克人在经济上压制落后的斯洛伐克人。〔３６〕

经济方面的冲突和隔阂随即转化为政治文化问题。１９９０年初期，哈维尔向国会提

议，去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社会主义”。斯洛伐克随即提出，要在“捷

克”和“斯洛伐克”之间加一个连字符，以显示双方地位平等。之后，双方在国名问题上不

断纠缠，史称“连字符战争”（ｔｈｅＨｙｐｈｅｎＷａｒ）。〔３７〕 “连字符战争”反映了后共产主义时代

捷克斯洛伐克国族认同问题的激化：捷克斯洛伐克究竟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捷克和斯洛伐克在此问题上相持不下：

前者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斯洛伐克则认为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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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民族，因而两方面的联合是一种政治联合，而非民族融合。〔３８〕 正因为此问题的激化，

斯洛伐克内部开始产生争取独立的声音。

政治文化和族群意识随即影响了１９９０年６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次西式普选，并且

受到了该次普选的促进和激化。值得强调的是，与西班牙和前苏联、南斯拉夫皆不同的

是，此次大选在联邦层面和共和国区域层面同时举行，摧毁旧有权威之后，将近一百多个

政党参与了大选。“公民论坛”和“公众反暴力”分别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大选中胜出。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能够在共和国区域选举中赢得胜利，很多政党大打族群牌，呼吁斯洛

伐克的自决独立。这就反过来促进了族群政治的进一步激烈化，斯洛伐克人民的本土意

识进一步被提高。〔３９〕

为了应对不断激化的独立诉求，联邦政府提出了权力分享计划，即划分捷克和斯洛伐

克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限，构建美国式的联邦制，进而大幅度下放中央权力。捷克和斯洛

伐克双方随即在当年８月份举行磋商，执行联邦政府的权力下放计划。双方随即在 １１月

份签订协议，分享国家权力。但仅仅一个月之后，斯洛伐克总理梅恰尔到布拉格进一步向

中央政府要权，并以宣布斯洛伐克法律高于联邦法律作为威胁，如同美国内战之前很多南

方州议会挑战联邦政府权威时所做的那样。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冲突并未因权力分享协议

而缓解。但即便如此，当时的民调仍然显示，大部分斯洛伐克民众仍然不支持独立的方

案，而希望在既有的政治结构当中寻求问题的解决。〔４０〕

事态因为１９９１年２月开始的新宪法制定活动而进一步恶化。双方就制宪权处于联

邦层面还是各国层面发生了分歧。斯洛伐克方面提出，应该首先制定各自的宪法，然后两

国缔结条约，订立联邦宪法。捷克则认为应该直接制定联邦宪法。双方就此问题纠缠了

一年多。最终，捷克方面妥协，然而制定出来的宪法条约草案却又被斯洛伐克国民大会否

决。制宪活动因为长期的争夺与扯皮而陷入僵局，即便是当时威望极高的哈维尔总统也

未能推进制宪进程。

与此同时，实际掌握捷克和斯洛伐克政权的两个政党也各自发生了内部分裂。捷克

的“公民论坛”于 １９９１年分裂为两大组织：倾向保守的“公民民主党”（Ｃｉｖｉｃ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领导人是克劳斯（ＶａｃｌａｖＫｌａｕｓ）；自由派的“公民运动”（Ｃｉｖ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倾向于

维持联邦政体、维护国家统一。分裂之后，后者逐渐失势。在斯洛伐克，执政党“公众反

暴力”组织于１９９１年４月出现内部斗争，时任斯洛伐克总理梅恰尔随即退出该党，组织了

一个新的政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Ｓｌｏｖａｋｉａ）。梅恰尔原先表

态支持联邦，但成立新政党之后改弦更张，指控“公众反暴力”组织余下的人都是捷克的

傀儡，无法代表斯洛伐克人的根本利益。〔４１〕 梅恰尔的行动极大地促发了斯洛伐克人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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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热情和本土意识。斯洛伐克境内各政党的分离主义倾向也随之愈加猛烈，因为任何一

个政党如果表现出支持布拉格的倾向，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因而各政党必须大力斯洛伐

克化，打本土牌。〔４２〕

政治族群意识的变化随即表现在了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９２年６月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中。

捷克方面，克劳斯（ＶａｃｌａｖＫｌａｕｓ）领导的“公民民主党”（Ｃｉｖｉｃ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获胜；斯洛

伐克方面，梅恰尔领导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也大获全胜。克劳斯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

徒，对梅恰尔及其领导的政党很不认同；他认为对方网罗了一部分前共产党和国企官员，

试图恢复共产主义政权，因而斯洛伐克已经成为了阻碍捷克进入欧洲自由经济社会的累

赘和障碍。〔４３〕 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陷入了分裂。经过些许相互试探之后，双方最终

决定分道扬镳。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７日，斯洛伐克宣布独立。１９９３年 １月 １日，捷克斯洛伐克

联邦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捷克斯洛伐克解体。

回头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原因自然有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宪法等各方面的问

题，但其首次民主选举对于最终事态的影响颇大。由于采取了联邦层面和区域层面同时

进行民主选举的做法，此次选举导致了区域民主选举中族群意识的扩展。民主选举与民

族主义相互促进，最终瓦解了捷克斯洛伐克。

表 １：各国民主转型中选举类型与国家统一结果的比较

国家 西班牙 南斯拉夫 苏联 捷克斯洛伐克

首次选举类型 全国性 地区性 地区性 全国与地区同时

国家统一形势 维持统一 国家分裂 国家分裂 国家分裂

四　结语：选举制度、身份认同与国家统一

现代西方式的民主普选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普选不仅可以产生执政官

员，也可以创造政治议事日程，甚至能够创造政治话语、政党制度乃至实际的权力格局。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普选可以通过利用和塑造身份认同问题来确定和调整实际的权力格

局。任何一个新兴民主政制中的选举制度设计需要慎重考虑身份认同的因素，尤其是在

区域民主选举推行的过程之中。上文的案例分析展示，区域民主选举完全有可能强化本

土意识的政治效应、激化认同政治，从而有可能出现国家统一问题。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

亚在南斯拉夫境内率先推行民主选举最后导致国家分裂，是值得警醒的鲜明例证。在苏

联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过程中，区域民主选举在全国政治中的主导性是重要的促

动要素。中国需要引以为戒，以便更好地处理区域民主普选的问题。

美国宪法的奠基者詹姆斯·麦迪逊（ＪａｍｅｓＭａｄｉｓｏｎ）曾经指出，共和制在大国当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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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实现，而相反在地理空间较为狭小的地区则容易趋向于走极端，特别是党派纷争容易

摧毁政治共同体。〔４４〕 香港的民主进程因为是在较小的地理空间内推行，本身有着走向极

端化的危险。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防止香港民主政治的极端化，是塑造香港成熟而稳

定的民主制度的重要途径。从总体进程而言，香港民主普选的推行需要采取审慎的渐进

主义路线。比较研究展示，区域民主普选的推进过程当中存在着认同政治激化的风险，需

要谨慎地进行评估和应对。推进区域普选不但不大可能弱化认同政治，反倒有可能在很

大程度上使得认同政治更加强烈。在推进香港民主普选的过程中，在设计和影响具体的

选举制度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意识到民主选举与身份认同之间复杂而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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